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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里，“70 后”作家是天然的
都市作家。从数量上看，“70后”作家以都市
为背景的作品确实不少，但是要想通过这
些作品复原完整的当代都市形象，又颇觉
茫然，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最致命的缺陷
在于大部分作品拥挤在青年男女的狭窄领
域里舒展不开。尽管瞄准都市男女，但这代
作家对爱情普遍缺乏信任，因此除了魏微
的《拐弯的夏天》等个别作品，很少有人能
通过情感开掘出人性的丰富性。缺乏真实
的生命体验，丧失形而上追求，格调偏于低
下，因此索然寡味；不仅如此，这样狭窄的
表现空间阻碍了作家把视野投向无限丰富
的都市生活，因此难以传达出深广的当代
都市经验。在部分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这
种症结表现最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一个
突发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近
20年“私人化”叙事片面膨胀、社会视野不
断萎缩导致的必然结果。今天，当重温《子
夜》的时候，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它阶级分析
的眼光，我们就不能不生出感慨：那俯瞰整
个社会的阔大视野，那交响乐般的恢弘气
势，确实有令人震撼之处；相较之下，那些
在鸡鸣狗盗式两性关系中做道场的作品，
气场又是何其孱弱！

文学创作注定是一项带有悲剧性的事
业，平庸作品永远都是大多数，能在文学史
上留下些许星光的只有个别精英。当代都
市作品量多质差的状况呈现的也许就是文
学的常态，令人欣慰的是毕竟有零星的“70
后”作品传达出了崭新的当代都市经验。

流动性。有人把流动性看成现代社会
最显著的标志，而都市生活最能体现这一
点。现代都市如同一幅镶嵌画，被分割成不

同的功能区域和不同的社会团体，因此部
分人难免要通过移居、流动和职业变动，跨
越区域和团体之间的界限。《啊，北京》《三
人行》《跑步穿过中关村》（徐则臣）、《逍遥
游》（李师江）等写“京漂”的作品，就描摹了
部分都市人“游牧式”的崭新生活方式。这
种生活方式对于部分人而言是被迫的，但
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主动的追求。流动意
味着打破固定的生活模式，意味着不断更
新生命体验。芝加哥学派研究表明，部分流
动工人具有主动追求变化、运动、危险、不
稳定的倾向。《啊，北京》中的边红旗、《逍遥
游》中的“我”，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对

“漂泊”生活的向往。他们体验新感觉带来
的刺激，接受新环境的挑战，感受外邦人特
有的自由，甚至消受背弃伦理道德、社会责
任之后的狂欢。流动性被看成现代性的重
要标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漂”的生
活状态体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最为本质的一
面。

进退失据的困惑。都市书写的核心不
在于如何描摹出都市景观，而在于如何表
现出都市精神、都市意识。应该说“70后”作
家的个别作品已经逼近了都市精神的内
核，魏微的创作堪称典范。她的作品最擅长
书写当代都市青年在自由与失重之间进退
失据的困惑。《父亲的来访》中的小玉大学
毕业后定居南京，在新的环境中她获得了
放纵身体的自由，但父亲将来探望的消息
又让她倍感压抑。在这里，父亲显然隐喻了
传统伦理秩序，这个作品是借父辈与子辈
之间的矛盾，表现城市化过程中新旧价值
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对于魏微而言，创作
这样的作品绝非偶然，她的《情感一种》《异

乡》也都表现了类似的主题。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可以把棉棉的《糖》看成是魏微这
一思索的延伸：“我”和赛宁已经挣脱了传
统道德的约束，但随之而来的性欲、毒品、
酒精和音乐相交织的感性化生活，赋予他
们的远不是自由，而是带有自毁性质的颓
废和虚无。循此思路，魏微清醒地意识到价
值的丧失必然伴随着生命的失重，都市人
要摆脱这一精神宿命面临着如何重新确立
价值尺度的问题，《寻父记》写的就是灵魂
上的“寻父”之旅。传统与现代、自由与失
控、价值迷失与价值寻找，诸多矛盾标示出
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

孤独感。都市是拥挤的、喧嚣的，但在
本质上却是孤独的——孤独感也是“70后”
作家乐于表现的主题。戴来的一系列作品
表现了被生活压扁了的人的“自闭症”，鲁
敏的《细细的红线》描述了人群中的孤独者
自我拯救的努力，而《铁血信鸽》写出了生
命野性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消泯的无奈，
魏微的《薛家巷》《到远方去》暴露了人们在
日常生活囚禁中的虚空。兰州作家弋舟则
以长篇小说《跛足之年》集中展示了当代人
灵魂深处的无聊感。主人公马领不能适应

“单位”的僵化生活，带着捍卫自我价值的
豪情愤然辞职，投身市场，却发现个性、尊
严在交换原则面前孱弱不堪，于是逐渐沦
落为“多余人”，陷入极度的无聊中。他试图
通过虚构故事、干预他人生活、不断“越界”
等行为，把自己从无聊中打捞出来，但均以
失败告终，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挪威哲学
家拉斯·史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一书中
写道：“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如果无聊感
增加，就表示意义的载体出了严重的问题。

意义必须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在一个总
体意义下参与社会，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
这个总体意义为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
值，它的另一传统名称就是‘文化’。许多现
代理论家都得出了如下结论：文化已经消
失了，并且被诸如‘文明’所取代了。如果无
聊感增加，可能是因为总体意义消失。”在
此意义上，弋舟对无聊感的开掘是深刻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
残缺和痼疾。《跛足之年》是近年长篇创作
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未能引起批评家和读
者的足够重视，至今还处于湮没状态。

2003 年，魏微和朱文颖在《作家》杂志
上做过一次对话，认为当时中国“真正的城
市生活的摹写尚未成形”，这话听起来有些
绝对化，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夸张，中国都市
文学的创作向来薄弱。而今10年又过去了，
这 10年正是中国都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
但检点起都市文学的整体状况，似乎依然
不容乐观。在此大环境之下审视“70 后”作
家的都市文学创作，我们大致可以用喜忧
参半来概括：一方面是大量作品尤其是长
篇小说表现平庸，陷入多角性爱的泥潭无
力自拔；另一方面又有少量作品捕捉到了
当代都市精神的吉光片羽，在某个侧面上
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实质。当下文化多元
并存，社会现象纷繁芜杂，它的内核比任何
时代都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把握。魏微、李
修文等作家都曾表露出难以穿透时代本质
的困惑。在此情形下，尽管在整体上“70后”
作家的都市文学还布不成阵，但能产生少
量逼近时代精神本相的作品，已属难能可
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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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作家的都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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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对不确定性的呈现并非小说的专利，事实上，
这是一切虚构性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以及戏
剧——的旨趣和魅力所在。不确定性规避了那种
总是试图以一种凝固的看法来代替探询和叩问的
危险倾向，不确定性也消解了探询和叩问之后那
惟一答案的出现——它只是衍生出更多分岔的小
径，导向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发现和疑问。新闻
报道总是试图努力接近那个惟一的事件真相；哲
学家热衷于给世界描绘出一幅固定图景；有不少
散文沦为作者自我标榜与粉饰、运载大众化观念
和集体性话语的工具。而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在
顽强地抵抗着惟一性和确定性的统治，绝不愿意
被某种凝固的观念所束缚。文学之摇曳多姿、异彩
纷呈即源自于此，文学最迷人的气息即散发于此，
文学之永远不会被新闻报道和“知音体”文章所取
代也是种因于此。

文学所要呈现的不确定性似乎有三种（我只
能使用似乎这个词，因为这也是不确定的）：自我
的不确定性；世界的不确定性（包括作为他者的
人）；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至今为止，
我尚未创作过戏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权谈
论这种与小说堪称近邻的艺术形式，但出于慎重，
对于它如何呈现不确定性，我还是在此略过。我只愿根据自身的创作
体验，不那么确定地指出：诗歌倾向于以不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
性——词语的不确定性、情绪的不确定性、意象和意境的不确定性，
而小说则更倾向于以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性——语言的精确、细节
的精确、形象塑造和结构建立方面的精确。所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是
相当愉快的，这种愉快的本因就在于诗歌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天然趋
近关系。当灵感降临，诗人们无须过多思索，只需顺应节奏放声歌唱
或低声吟咏，就能吐出朦胧多义的美妙诗句。而小说家则相对痛苦，
因为他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长久搏斗之中。他
要准确，同时又要模糊。假如有哪位画家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宇宙的
混沌面目，那么，真正的小说家们在这幅杰作面前都会热泪盈眶——
这就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境界！

有的小说家偏爱短篇创作，不管他有无自觉意识，他从中所获得
的快乐，都远远超过中、长篇创作。撇开三者创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
力的差异不谈，短篇小说的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显然要密切一
些。好的短篇当然也需要确切、清晰的描写，但它无须呈现一个完整
的事件，或者说，它可以把这个事件掐头去尾，把来龙去脉隐藏在精
细的场景描写中。更多时候，它只是为了抓拍一个瞬间，呈现一个微
妙的细节。这个场景、瞬间或是细节，都充满变数。它可以这样，也可
以那样，微小的改变却能导致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走向。短篇小说家往
往就是通过对一个点的精确描绘来呈现不确定性的无处不在和惊人
能量。尽管需要小心翼翼如同行走于钢丝之上，但在这种直抵核心的
描绘中他很快就获得了至深的快乐。当然，他也要在确定性与不确定
性之间搏斗，但这种搏斗不久就结束了。而与之同时，那些中、长篇小
说的创作者们，也许才刚刚揭开事件或者人物命运发展的序幕。此
时，兴奋感和激情多半退潮，他们面色凝重，深吸一口气以平伏心中
的忐忑不安，准备应对漫长而剧烈的消耗战。

中篇小说大多需要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而长篇小说要展
现更广阔的人物命运史。这意味着会有一个结局，而结局往往是确定
和凝固的（短篇小说有结尾，但结尾不等同于结局）。小说家常爱在开
头与结局之间的关系上绞尽脑汁，这种关系往往是逆反的。也就是
说，仅仅通过开头去推测结局，大部分读者都会得出一个与小说结局
相反的推论。即使并非逆反关系，那结局与开头的关系也是拧着来
的。就像图尼埃在长篇小说《礼拜五》的结尾，让鲁滨孙留在蛮荒的孤
岛上，却让野蛮人礼拜五跟随“白鸟号”走向所谓的文明世界。而最能
展现不确定性的，莫过于那个从“白鸟号”溜下来、和鲁滨孙一起留在
孤岛上的小孩，他被鲁滨孙怀着意外和愉快的心情命名为礼拜四。这
是多么熠熠生辉的一笔，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不确定性的迷人魅力。

小说家还会在开头向结局推进的过程中设置一些岔路口，这些
岔路口是由人物性格、环境或这个世界上一些更让人难以把握的因
素所造成。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尽管可以在读到一小半后就隐
隐测知了结局，但他总会在心里慨叹：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它至少
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敢于冒险的小说家还会把结局设置在小说的
开端。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这
部中篇小说的开头，马尔克斯出示了一个确定的结局：“圣地亚哥．纳
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
要前去迎候。”后面所有的描写都在呈现他为何被杀。而读者阅读这
个过程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圣地亚哥·纳赛尔有太多的可能性不会被
杀掉。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只要稍稍挪动一个小小的路标或设置一个
轻巧的路障，就能彻底改变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命运，以至于他们恨
不得立刻跳进小说中去做这件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却能改写悲剧的
善事。过程远比结局要精彩，不确定性远比确定性要魅惑，优秀的小
说家总是尽量展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甚至尽量延缓确定结
局的到来。在那篇冷硬又苍凉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马尔克
斯让上校用大半生的时间等待退职金的到来。而直到小说结尾，马尔
克斯也没有提供一个明晰的答案。比马尔克斯早生了25年的沈从文
在《边城》中同样不愿意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结局，他说：“这个人也许
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把翠翠悬置于一个等待的状态
中，让读者永远怀着惆怅和伤感的情绪去揣测。比沈从文大 11岁的
卡夫卡做得更极端，他干脆不把《城堡》写完。那些试图在卡夫卡遗稿
中挖掘出一些片段以补足《城堡》的编辑们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城
堡》是一本最纯粹的不确定之书。城堡（象征着世界）是不确定的，土
地测量员K（象征着自我）是不确定的，K与城堡的关系（象征着自我
与世界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尽管细节描写精细，但事件和人物命运
始终是在含混不清的状态下展开的。它实在不需要一个结局，或者
说，在任何地方停笔，都可以算做结局。卡夫卡不需要展示终点，所以
他把岔路口作为终点。这决非敷衍塞责，而是来自小说家对世界变动
不居的本质的深刻领悟。

的确，没有谁比小说家更能全面深入地感悟不确定性那混合着
残酷和快乐的魅力，甚至连诗人也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诗人大多只享
用了它令人愉快的那一面。不确定性意味着多变、存疑甚至自相矛
盾，意味着作品有生动的气韵和混沌的面貌，好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
呈现了这些性质——这是我惟一能够确定的地方。

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
□鲁太光吴刘维《我岳父就这样

老了》
朴素而纯粹的生活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3年第3期）营造的温馨家庭氛围和朴素而纯粹的
生活气场让人感同身受，显得特别真实。岳父宋明清的
勤俭令人叫绝，俭省到可以为一元钱车票而绞尽脑汁
纠结半天，但他对生活非常珍惜。他和妻子张德英在风
风雨雨的30年里，最为奢侈的愿望就是想有朝一日夫
妻双双游览一次庐山。年轻时没有时间没有钱，眼看退
休了一下子又舍不得花钱了。渐渐老去的岳父终于有
一天摔倒住院了，大家才感觉到此刻的岳父、岳母算真
的老了。老得不经不意，老得猝不及防。平实而琐碎的
生活里，宣泄着那样一种亲情弥漫、爱意浓浓的气息，
这份感动让我从朴素而纯粹的生活场景中享受到艺术
的熏陶。 （周其伦）

徐永《没有你我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
虚实之境

在《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黄河文学》
2013年第1期）中，“现实”和“幻境”一次次交会，“现
在时”和“过去时”纠结缠绕、难解难分。

“我”在永和豆浆店里邂逅一对男女，女人穿着“艾
格牌”的白色羽绒服，眨眼间两个人又离开了。“我”在
恍惚中尾随他们而去，却一无所获。第二天，“我”再次
来到大街上，记忆中和“她”的一段对话浮上脑海，“后
背上感觉到那张温润的脸”。夜晚，“我”辗转难眠，便心
血来潮地替朋友去开出租车，碰到了各种“迷离、虚幻”
的人和事……最后，谜底揭开：大前年的冬天，“她”穿
着“艾格牌”白色羽绒服，“是我们在保龙仓买的……她
伏 在 我 的 耳 边 说‘ 没 有 你 ，我 的 生 活 会 是 什 么
样？’”——穿“艾格牌羽绒服”的女人究竟是不是记忆
中的“她”？“她”的离去是背叛、是意外、还是有着其他
难以解释的理由？小说最终没有给出答案，一如无解的
生活本身。在这个貌似单纯的故事里，作者以限知视角
的第一人称，从最习见的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了一种穿
透和辐射；在他冷峻、甚而冷漠的笔调之下，展现出的
是一个充满温情和伤感的心灵世界：生活中那些普通
的人们，经历着各种琐碎的事物，在他们看似平静的外
表之下，内心时刻潜流涌动，充满着难以言说的迷惑和
困顿。 （刘凤阳）

我对当前小说创作，尤其是那些
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小说创作的一个
意见是：作家们越来越脱离活的社会
关系，脱离活泼泼的现实而写作，因
而，他们笔下的“现实”不是活的现实，
他们笔下的“人”也不是活的人，他们
文中的情感与思想，自然也不是活的
情感与思想。

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在充满戏
剧性的现实面前，这样的小说是那么
的苍白，那么的乏味。

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杨小凡
小说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不是从想象
出发，不是从意愿出发，不是从虚构出
发介入生活，相反，他是从生活出发，
从现实出发，从内心出发，向着小说可
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戏剧性和形象性进军。这不仅使
他的小说闪烁着生活的光泽，而且也
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也就是说，这使他
的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活的社会关
系”和“活的人”，是“人们”在“活的社
会关系”中上演的“活的戏剧”。近几年
来杨小凡发表的十几篇中篇小说《工
头儿》《望花台》《欢乐》《家燕》《牡丹
花》等无不打着他对“活的社会关系”
和“活的人”的深刻观察之印记，也显
示着这是一条虽然艰难但却充满希望
的写作之路，而其中篇新作《喜洋洋》
则进一步确认了我的这一判断——在
这篇小说中，杨小凡将其对社会关系
和人的观察与书写又提升了一步。

这篇小说给我们讲述的，仍然是
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赵大嘴
原本是白家屯的孤儿（父亲死了，母亲
走了），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岁时，由
于一时冲动，与恩人白香亭丧夫的儿
媳菱子有了意外的情感，事情暴露后，
感觉无颜见父老的他远走他乡。多年
以后，经过艰苦打拼，赵大嘴在城里做
药材生意发了财，成了大老板。这时，
他又常常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来，想
回家去做点儿“善事”，以弥补自己内

心的亏欠。经过一番铺垫，他终于回到
家乡，出资建了一所名为“喜洋洋”的
敬老院，并扶持村民建起了“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
无尽的麻烦：不仅乡村干部讹诈他，让
他多投资；不仅种植中药材的乡亲讹
诈他，要他多付钱；就是那些他义务赡
养的老人竟然也讹诈他，不仅要他改
善硬件设施，还要他改善软件设施，有
的甚至要他提供“色情”服务。最后，他
竟因此而被拘捕……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却
是今日中国乡村普遍上演着的戏剧，
是铁一般的“真实”。对这个“真实”的
发现和书写，是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
之所在——现在写底层、写农村的作
品铺天盖地，但由于作者对底层、对农
村的隔膜，所以，大多数作品的视角仍
然 比 较 老 套 。要 么 是 道 德 关 怀 式
的——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
的淳朴，那么的善良，也是那么的柔
弱，那么的无能。要么是启蒙批判式
的——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
的愚昧，那么的迟钝，也是那么的可
怜，那么的“可爱”。即使最与时俱进
的，也不过是重弹“三农问题”的老
调——在这样的视角中，农民是那么
的苦，农村是那么的穷，农业是那么的
危险，因而也是那么的没有希望，没有
出路，没有活力。

因为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所
写的是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最迟也是
十几年前的农村和农民了。他们呈现
的要么是“小农经济”和“道义经济”中
的农村和农民，要么是“公社体制”和

“官僚体制”（包括崩溃过程）中的农村
和农民。可他们却对我们说：看啊，这
就是我们眼下的农村，是“现实”的农
村，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啊。当然，还
有另一种哀叹声，那就是：他们是多么
的“可爱”啊。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
人都会知道，今日的农村早非昔日的
农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

1990 年代以来，在商品经济先是和风
细雨后是暴风骤雨式的浸润与冲击
下，在当下的乡村，不仅计划经济时代
的互助合作思想早已烟消云散，就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了几千年的

“道义经济”也基本上成了“残余中的
残余”。它们都无力结构农村社会，因
而早已不是农村社会中主流的社会关
系了。客观地说，在现在的中国农村，
至少是大部分农村地区，主导性的社
会关系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是适
者生存的社会关系，用一句更直白的
话说，就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关系。一
些“边地”开发的旅游区、一些商品经
济相对发达的城乡结合地带浓缩着当
今乡村社会关系的魂魄。这魂魄就体
现在当地一些“生意人”的粗暴与贪婪
上，而仅仅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这些

“生意人”还是淳朴得几乎不知钱为何
物的“农民”。

这就是小说主人公赵大嘴黑色幽
默般遭遇的现实背景：由于背井离乡
多年，也由于对家乡的朴素情感，尽管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中挣扎了多年，拼
搏了多年，吃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经
验丰富的赵大嘴仍然以为家乡还是那
个道义之风盛行的家乡——对许多漂
泊在外的人来说，家乡大概永远是最
后一块“理想”的土地吧。但他错了，理
想的家乡早已风流云散！在我的视野
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呈现乡村，也
是第一次有人呈现如此的乡村。可以
说，这个呈现就是发现。

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作者绝非
将其批判矛头指向农民这个群体——
对任何合格的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合
格的举动，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
体——而是指向农民所身处的社会关
系，也就是说，作者是从社会关系的变
动出发考察农村的变迁并进而考察人
心的变迁的。这样的小说，不仅深刻，
而且生动——这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
小说。

■看小说 ■短 评

本报讯 近日，由《文学港》杂志携手宁波如意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旺共同创设的文学奖启动。作
为《文学港》杂志的刊物年度奖，该奖设300万元作
为运作基金，以刊登在当年《文学港》杂志上的所有
单篇 （组） 作品为参评对象，每年评选出 1 名获得
者，奖金 10万元，提名奖若干名。首次大奖将于今
年年底揭晓。

作为纯文学期刊，《文学港》从今年 7月起将由双
月刊改为月刊。此奖项的设立，恰逢《文学港》进一步
扩影响、创特色、打品牌之际，意义重大。《文学港》主编
荣荣认为，用高额奖金奖励发表在《文学港》上的作家
作品，既表示了一本纯文学刊物对精品力作的推崇和
渴求，也代表了广大读者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呼唤，更是
对作家创作的一种尊敬和激励。 （籍 云）

本报讯 为期 3 天的第七届“春分·朝阳”文化节
日前在北京日坛公园开幕，许多观众踏雪前来观赏传
统民俗文化节目。本届文化节以“民俗与文化、民生与
科技、民族与共享”为主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现场展示了各自的绝活，角球竞技、抖空竹、竖鸡蛋、
引春龙、奏雅乐等传统民俗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来自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艺术家们用歌舞表演和手工
艺品为活动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此外，宣传环保理念

也是本次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主办方希望更多人养
成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习惯，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据了解，第七届“春分·朝阳”文化节由北京市朝外
街道文化服务中心、朝外地区社会管理中心共同承
办。在民俗专家倡导下，朝阳区自2007年起创办以节
气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其中，“春分·朝阳”文化节以浓
厚的民俗氛围、雅趣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的民间文体
活动为市民喜闻乐见。 （李晓晨）

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国税局局长黄继胜同志，因病于2013年3月16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55岁。

黄继胜，笔名冉生。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走笔大西南》《浅秋绿色》，报告文学《铁流交响曲》《无悔的选择》等。

黄继胜同志逝世

本报讯 目前，农民书画作者已经形成
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正
在一步步由乡间农家迈向艺术殿堂，并成为
展示地方风土人情的文化名片。3月25日至
26日，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在京召开第三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推举徐静为名誉会长，选
举王林旭为会长，毕铭鑫为常务副会长，宗锡
侯为副会长兼秘书长，白宏发、齐友昌、韩继
海、董振礼为副会长。

与会代表表示要坚持“永远不要忘记农
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宗旨，为推进
新农村文化建设、开创农民书画事业的新局
面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人士表示，现代农民画的不少作品
想象力丰富，创作手法大胆。而当下轻视农
民创作、认为农民不懂艺术的思想观念仍有
一定残留，这需要通过展示农民书画艺术来
转变这样的观念。农民画如何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发展创新，是众多农民画家和研究者
共同关注、思考的问题。

（黎 华）

本报讯 3月23日，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剧组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
行了“快乐冒险”主题长跑活动，同时对影片进行了介绍。

《终极大冒险》由北京电影学院、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以及华夏电影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目前已经完成了后期的剪辑工作，将在今年 7月暑期档上
映。影片讲述了一个每天生活在“办公室战争”中的都市青年，通过一次关乎生死
存亡的挑战而最终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以及完美恋情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副院
长孙立军表示，举办这次主题长跑活动就是为了推广影片中所宣扬的“快乐冒险”
精神，鼓励青年人敢于坚持生活中的梦想。 （黄尚恩）

民俗节目亮相第七届“春分·朝阳”文化节

《文学港》为本刊佳作设奖农
民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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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大冒险》举行“快乐冒险”长跑活动


